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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康德的义务论中的道德主体是具有自律意志的善人。但是，人只要处于社会关系中就具有“非社会的社会性”，

它使人陷入冲突之中，而要实现自律需要从思维方式的转变开始，从而实现在性格上坚守道德原则。道德基本要求

是尊重人的权利，更高的要求是自我完善和促进他人的幸福。从整体推进自律者联合体即目的王国的实现，需要建

立宪政国家及其联合体，以此为目的王国提供制度条件，但康德的目的王国理念摆脱不了深厚的宗教背景，且自律概

念面临“欧绪弗洛问题”，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善人具有剥离特定社会关系抽象性和空洞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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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认为莱布尼茨“发明”了“单子”说，在同样
意义上，施尼温德（Ｊ．Ｂ．Ｓｃｈｎｅｅｗｉｎｄ）认为康德“发
明”了“自律”这一深刻、难以理解的道德概念，“道德
主要是与人们施加给自己的法有关，并且，在这样做
时，他们也必然会给自己提供一种服从的动机。康
德把以此方式在道德上实行自治（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的行为主体说成是自律的”［１］５８９。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自主、自律）本意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由ａｕｔｏ（ｓｅｌｆ）
和ｎｏｍｏｓ（ｒｕｌｅ　ｏｒ　ｌａｗ）两部分组成。一个城邦或国
家的独立性在于拥有自治权、立法权，这个概念逐渐
从政治语境延伸到作为个体的人身上从而成为伦理

概念：道德上自我立法的自律者，即康德义务论中的
善人。

１　人性禀赋和“非社会的社会性”

　　探究康德义务论中的善人观，有必要了解康德
如何看待人性（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和恶的根源以及善的
可能性，以此为基础才能充分理解自律的伦理内涵。
康德认为，从人的原初禀赋及其目的而言，人的本性
有三个规定要素。第一，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
者具有动物性（ａｎｉｍａｌｉｔｙ）禀赋。所谓动物性禀赋就
是人服从自然的、机械性的自爱，这不是理性指导下
的自爱。它的目的包括自我保存、种族的繁衍以及

与同类生活的自然性的社会本能。第二，人作为一
种有生命且理性的存在者具有人性（ｈｕｍａｎｉｔｙ）禀
赋。人性禀赋也是自爱性的，它是通过运用理性与
他人进行比较以断定自身幸福与否，不过理性在这
种禀赋中只是隶属于其他动机。第三，人作为一种
有理性且同时能够负责任的存在者具有人格性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禀赋。这一禀赋使人容易对道德法则
产生敬重，具有将道德法则作为道德动机的素质。
尽管人性禀赋和人格性禀赋都包含理性，但是二者
体现的是不同的理性能力之运用，人格性禀赋的本
质特点是，“无条件地、通过确认自己的准则为普遍
立法这样的纯然表象来规定任性①，而且理性自身
就是实践的”［２］１１。
从整体上看，康德认为人本性中的这三种禀赋

都是善的，它们都不与道德法则相冲突，都促使人们
遵循道德法则。但是动物性禀赋与人性禀赋和人格
性禀赋有所不同，动物性禀赋与人性禀赋后天会嫁
接各种恶。如同卢梭这一观点———人在自然状态下
的自利和自爱都是善的，康德认为，人的动物性自爱
和理性自爱在原初上也都是善的，恶并不是人本性
固有的而是后天嫁接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追求自
爱、自利，并通过与他人比较来判断自己幸福与否，
“即在其他人的看法中获得一种价值”［２］１２，起初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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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追求平等，担心他人对自己占据优势地位，继而发
展出一种不正当的偏好，谋求对他人占据优势，并成
为嫁接的恶。
自负、傲慢、恶意、忘恩负义等恶习都是文明人

的特征，它们来自于人的社会化。只有在社会生活
中个人才会有谋求对他人享有更大优势的偏好，康
德称之为“非社会的社会性”（ｕｎｓｏｃｉａｂ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
ｔｙ）［３］６，即人既有进入社会的倾向性，试图使自己社
会化，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态下才会感觉到自己不
是一个自然状态下的人，才能使自己的禀赋得到发
展；又表现为分裂社会的阻力，要求自己趋向于单独
化，想要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摆布一切，在虚荣
心，权力欲、贪婪的驱使下在同类之间挣得一席之
地，也因此成为对方的阻力，虽相互排斥和竞争，但
彼此又不能相互脱离。如果把“非社会的社会性”放
在人类历史发展层面来看，康德认为它具有积极意
义，人类以它为手段促进了个人的才智发展，从客观
上为建立正义的政治制度提供了条件。但是对于个
体而言，它是消极的。使人处于危险境地的并不是
人的离群索居的粗野本性，而是来自与之有社会关
系的人：
无须通过粗野本性的诱惑，那本来就应该如此

称谓的激情在他心中就活跃起来了，这些激情在他
的原初善的禀赋中造成了如此大的破坏。他的需求
仅仅是很小的，他在为这些需求操心时的心态是有
节制的和平静的。只有当他担心他人可能会认为他
可怜，并且在这方面蔑视他时，他才很可怜（或者他
自认可怜）。当他处在人们中间时，妒忌、统治欲、占
有欲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怀有敌意的偏好，马上冲击
着他那本来易于知足的本性……这就足以相互之间
败坏道德禀赋，并且彼此使对方变恶了。［２］８１

只要人处于社会关系中，“非社会的社会性”这
种激情就无法根除，妒忌、统治欲、占有欲和与之相
关的怀有对他人敌意的偏好就会冲击着人的原初为

善的自然本性，就会导致人过度地看重自己，把自爱
和归之于幸福名义下的自利看得比他人都重要，因
而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总有趋恶的倾向而免不让了

彼此陷入冲突之中。
虽然个人有不可根除的恶的倾向，但作为“类”，

随着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不断进步，人在道德上也是
不断进步的。康德本人对这种前景抱以确信的态度
（这是启蒙思想家的普遍观点）：
人是这样一种东西，他虽然被恶毒败坏了，但毕

竟是天赋有丰富的创造才能同时也有某种道德素质

的理性生物，对于自私自利在他们之间所造成的灾
难，他们随着文化的增进只会有越来越强烈的感受；
而且，他们在自己面前看不到克服这灾难的任何别
的手段，只除非他把（个别的）私人感觉哪怕是不情
愿地服从对某种（公民社会的强制性）原则的（一切
人协调的）共通感。而对这原则的服从又只是根据
他们自己所订的法律，通过对这一点的意识，他们感
觉到自己的高尚，感觉到自己属于一个适合于人的
规定性的类，就像理性在理想中把这规定性显示给
人的那样。［４］２０９

２　人何以成善

人以幸福的名义追求偏好和各种欲望对象并非

恶。判断一个人为恶或为善要追溯其行为的准则，
准则根源于决断（Ｗｉｌｌｋüｒ）。因为决断（或任性）并
不为任何动机所规定，除非个人把某种行动动机纳
入准则，换而言之，准则提供了人的行动理由，动机
则提供了准则的质料（或者说内容），只有将动机“结
合”到准则中，才会产生行动：
任性的自由具有一种极其独特的属性，它能够

不为任何导致一种行动的动机所规定，除非人把这
种动机采纳入自己的准则（使它成为自己愿意遵循
的普遍规则）；只有这样，一种动机，不管它是什么样
的动机，才能与任性的绝对自发性（即自由）共
存。［２］７

一个人之所以是恶的，不在于动机的内容，而在
于行动的准则，如果没有将道德法则作为至上原则
限制个人准则，那么，为恶就不可能避免，“人是善的
还是恶的，其区别必然不在于他纳入自己准则的动
机的区别（不在于准则的这些质料），而在于主从关
系（准则的形式），即他把二者中的哪一个作为另一
个的条件”［２］２２。一个人要成为纯粹善人，道德法则
不仅是准则，而且“道德法则在理性判断中自身就是
动机”［２］７。因此，康德的义务论立场是严峻的，要么
意志被道德法则所规定，要么意志被其他动机的准
则所规定，即：
假如法则并没有在一个与它有关行动中规定某

人的任性，那么，就必然会有一个与它相反的动机对
此人的任性发生影响；而且由于这种情况在上述前
提下只有通过此人把这一动机（因而也连同对道德
法则的背离）纳入自己的准则（在这时他就是一个恶
的人）才会发生。［２］７－８

这种严峻的义务论排除了中间立场。意志的脆
弱、道德的不纯、本性的堕落这些主观条件都能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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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发生。自律意味着一个道德上的善人要做到遵
守义务上的纯粹性。道德上的善人不同于其他意义
上的善人。例如有人在坚守准则合乎道德法则方面
是坚定的，在行为上完全能体现出道德性，但动机不
一定纯粹，因此，就行为的经验特性可以称之为道
德。对于这些人来说，需要坚守遵守义务的准则，改
造行为方式，才能逐渐上升到道德的纯粹性。有人
在遵守义务的准则方面是坚定的，但这种坚守是出
于自爱目的，这种情况下，人只是“律法意义上的善
人”，对于这些人来说需要通过转变心灵而成为一个
“新人”。而对于那些在准则上败坏的人，则需要通
过思维方式的转变，确立性格而成为一个接纳善的
主体［２］３２－３３。康德指出，人的道德修养就是“从思维
方式的转变和从一种性格的确立开始”［２］３３，与此同
时，
个性（即性格———笔者注）的建立正如某种方式

的新生一样，是他为自己立下某种誓言的庆典，它使
这个正在发生内心转变的时刻有如一个新阶段一样

使他不可忘怀。教育、示范和开导能够使对一般原
则的这种坚定性和持久性显示出来，并非逐步地、而
是爆发式地、仿佛在厌倦了本能的动摇状态之后突
如其来地显示出来。［４］１７１

康德视性格为理性人的最低限度，又是个人内
在价值或尊严的最高限度。具有性格意味着意志具
有坚定的实践原则，这对最为普通的人都是可能的；
拥有性格也意味着走向理性为自身独立地规定原

则，这些原则可能有错误和缺陷，但是这本身就值得
赞叹和珍视，因为恶人没有自己的性格、带着自相矛
盾，为了自利不择手段，不讲原则。因此，道德修养
并不是单纯地学习模范或榜样，而是从转化思维方
式开始。逐步认识道德原则的至上性和义务的纯粹
性，自律才是可能的。

３　人的成善途径

在《实用人类学》中，康德指出，动物类的规定性
即本性在个体中就得以体现，某类物种是什么，此物
种的个体就显现出其规定性。而对于人来说，“人是
什么”，只有通过人类整体世代的进步和持续的完善
才显现人的规定性。也就是说，只有在作为目的王
国的自律个体那里才能体现出人的本性，人真正成
为“人”是一个以整体形式不断上升的文明化和道德
化进程。这个进程也就是人性中三种始源禀赋及其
目的实现的进程，同样，也是恶的倾向被克服的进
程。实现人的动物性禀赋和人性禀赋就是推进人的

“幸福”，克服恶的倾向就是充分发展和实现人的人
格性禀赋。
推进人的幸福是利用“非社会的社会性”这一

“恶”的手段来实现的。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对
抗来唤醒人自身的力量，克服懒惰的倾向，在寻求统
治欲、占有欲的追名逐利过程中发展自身的自然天
赋，康德视之为“天意”的安排或自然的意图。通过
这种手段，人的（外在）自由得以最大程度实现，这就
迫使人们建立自由权利得以相互承认的宪政国家，
并进而构建宪政国家的联合体———国际联盟。人类
的这种文明化进程是实现人格性禀赋和道德化进程

的必要条件②。因此，康德也称普遍公民状态是人
类一切原初禀赋得以发展的母腹。这就意味着，没
有充分保护个体自由的政治共同体，理性的公共运
用就会受到限制，从而阻碍道德的进步。可见，成就
道德上的善人并不取决于单个人的努力，而是人与
人共同联合起来成就的事业。单个道德的人并不足
以对抗人作恶的倾向，反而会被它所吞噬，只有人联
合起来，立志于进入一个立足于自由原则和合法强
制原则的公民状态，才有可能逐渐过渡到理念上的
伦理共同体———即目的王国。这样一来，道德进步
首先依赖理性的社会机制，必须以外在自由和权利
获得保障的政治共同体为起点，“在缺乏善良意志和
只有法律动机出现的地方，借助法制手段，在公共的
法律正义就可以部分地强化应该存在和应该发生的

事情”［５］１２１，也就是说，首先通过法制强制手段规范
外在行为，使合法的外在行为具有善的表象，这是人
成为善人的必要条件。因此，“没有政治共同体作为
基础，伦理共同体就根本不能为人们所实现”［２］８２。
没有伦理共同体，作为自律的道德上的善人也就没
有可能性。这就是保障外在自由的权利原则和宪政
共同体建构的必要性。
康德说，“能与意志自律共存的行动，是允许

的”［６］７９，允许的行动除了自律行为之外，就是外在
行为符合道德法则（并非出于道德法则），它的标准
如下：“任何一个行动，如果它，或者按照其准则每一
个人的任性的自由，都能够与任何人根据一个普遍
法则的自由共存，就是正当的。”［７］２８这个标准也是
外在行为的权利原则，只要外在行为符合法则的要
求而没有彼此冲突，个人行为就是正当的，一个人可
以从其权利出发要求他人遵守法则，但不能要求他
人把遵守法则作为行动的动机。权利原则必然对应
权利义务③，“如此外在地行动，使你的任性的自由
应用能够与任何人根据一个普遍法则的自由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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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７］２８－２９。权利义务是严格义务（康德也称之为狭
义义务），它是能够进行外在立法以及伴随外在性的
强制的义务概念。其实，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既包
含权利义务，又包含德性义务。道德的最基本要求
就是尊重人的权利，不能伤害人的正当利益。权利
原则是政治建构原则，一个政府或国家的合法性必
须以保障和维护每个公民的权利为目的。权利原则
规定正当行动的本质，也是检验行动是否正当的标
准，因而权利原则必然对应着权利义务，遵从权利义
务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尽管它并不要求出于义务
行动。如果一个人的行动对他人按照普遍法则的自
由行动构成障碍，这也是不道德的。
只依赖于外在立法的义务行为其道德价值和义

务范围是有限的。道德本质是自律性的，从内容而
言，它既包含完善的义务，也包含不完善的义务；从
动机而言，自律的动机是纯粹义务动机。一个人只
是依据道德法则而行动，但在道德事务上没有自律，
这并不非过失，只是意志软弱。只是保持行动与法
则不冲突，做一个守法的人，并不具有功德；如果把
守法的义务作为行动准则，这也就把权利义务转化
为德性义务了。在康德那里，法和德行都包含在道
德里面④。道德的至上原则是抽象的自律原则，广
义义务是具体的德性义务［８］６９，９５－９６。德性义务是广
义的义务，它体现了自律这一道德本质。德性义务
和法权义务的本质区别在于，“对于后者来说，一种
外在的强制是道德上可能的，但前者仅仅依据自由
的自我强制”［７］１６８。尊重人的权利有助于培养和发
展自律，康德也称尊重人的权利是迈向道德进步的
巨大步骤，道德离不开权利的支持，“政治对于道德
的两重性支持分别是仁爱和尊重人的权利，仁爱如
果没有权利作保障，将彻底沦为欺骗”［９］９５，也就是
说，政治共同体为伦理共同体创造条件，“政治的目
的就是要为道德创造一个环境，在那个环境中，人们
出于非道德的理由来遵守道德法则，而某些道德目
的也会通过法律动机得到实现”［５］６８。从政治共同
体推进到伦理共同体，依赖人们联合起来进行共同
的道德努力，目的王国这个理想就是自律个体的联
合体。也只有在这个伦理共同体，人作为自律者实
现了人的理性本性。
自律是一种内在自由状态，人通过驯服和驾驭

自身的激情，从而实现自我控制而成为自己真正的
主人，因此自律是一种德性，“德性的真正力量就是
平静中的心灵及其一种深思熟虑的和果断的决定，
即实施德性的法则”［７］１９１。康德也称德性为道德的

勇敢，履行广义义务有着值得称赞的功德。人这种
有限的理性本性就决定了道德必须从基本的要求上

升到更高的要求，从法权义务上升为广义义务。广
义义务包含两类内容：第一类是自我的完善，发展自
身自然禀赋和完善自身的道德禀赋，发展自然禀赋
有助于个人幸福；完善自我的道德禀赋，培养行动准
则趋于与道德法则一致的道德意向，在道德上完善
的人才配享幸福。第二类是把他人的允许目的作为
自己的目的，亦即把他人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幸福。
至于这些人把什么当作他自己的幸福，由他们自己
去做主和判断，人也有权拒绝他人所认为幸福的东
西，至于人履行义务到何种程度由道德行动者自由
决断。康德在论及这种义务时说到：
如果没有人会对他人的幸福有所助益，但也并

不故意地对这种幸福加以剥夺，那么虽然人性还会
能够存在；但如果每个人也尽其所能地努力促进他
人的目的，那么前一种情况毕竟是消极地，而不是积
极地，与作为自在目的本身的人性协调一致。因为
作为自在目的的本身主体，其目的也必须尽可能地
成为我的目的，不论哪个表象会对我发生怎样的结
果。［６］６６

关于这种具有仁爱维度的义务，奥尼尔（Ｏｎｏｒａ
Ｏ’Ｎｅｉｌｌ）给出了这样的支持理由，人有着各种各样
的目的，但人是有限的，不仅理性有限，而且行动能
力有限，并且行动能力还容易被削弱、损害，因此，人
不可能自足自给。人作为互相之间彼此行为的接受
者必须建立尊重或维持各自的行动能力，这不是消
极地互相之间互为目的，而是积极地按照特定的规
则来行动，互相尊重行动能力和支持这种行动能力，
所有人的行动能力才能得到保障，这也会得到通过
互相交往的非自足的、不完善的理性存在者的普遍
赞同，目的王国就是由如此的成员构成的，在其中人
既是行动者，也是行动的接受者［１０］１７８－１７９。其实，这
个目的王国理念有着深厚的基督教伦理背景。尽管
康德将自律看作自我立法，然而作为目的王国成员
的人只是目的王国的成员，并非首脑，目的王国这个
伦理共同体被康德称为“上帝的国度”或“不可见的
教会”，作为这个伦理共同体的成员，人既是上帝的
子民，又是臣民。这个理念上的伦理共同体的道德
立法者是上帝而不是人，德性义务其实是上帝的“戒
律”，如果不在理念上预设上帝作为道德上的最高统
治者，这个伦理共同体在理念上是不可能的。对于
政治共同体，如果在道德上没有将人们联合在一起
的原则，会造成一种无序的伦理自然状态，即使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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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别的人的意志是善的。在这种状态下，恶的倾
向侵袭人心中的善的原则，败坏人的道德禀赋，“伦
理自然状态也是对德性法则的一种公共的、相互的
损害，是一种内在的无道德的状态”［２］８５。尽管伦理
共同体不能被强制，但人应该结束这种状态，这不是
某个人的道德任务，而是人类整体道德理想和目标。
目的王国必须有一个公共立法者，这个立法者的戒
律是联合所有人的法则，因此必须在理念上设定上
帝是这个伦理共同体的立法者，作为国王，上帝能看
透人的心灵意念，以德福相配的方式保证至善的可
能性。不过，这又会与善人的自律构成一定的张力，
当代学术界对之有不同的诠释。

４　结语

对于康德道德哲学中人克服恶的倾向，最终实
现善人的可能性，既需要个人的道德努力，更需要社
会制度提供必要条件。并且，善人的自律和善人联
合体的目的王国在康德那里又深深植根与西方的宗

教文化。这导致康德道德哲学中道德哲学面临一定
的问题。
其一，意志的自律是一个普遍“立法”的意志，关

于这个自律的道德主体是否真的具有道德上的立法

身份，后来的诠释者有很大的争议，由此引发了当代
学者对康德道德哲学的两种不同诠释———道德建构
主义诠释和道德实在论诠释。建构主义代表人物罗
尔斯是“六经注我”式的诠释，将康德罗尔斯化；实在
论的代表伍德则是“我注六经”式的诠释，康德的立
场只能被视为伍德的道德实在论视阈中的康

德［１１］３２。建构主义者认为，自律是以某种方式选择
了某类行为准则，这种选择方式使这类准则具有法
则地位；与此相反，实在论者认为，自律并不是以某
种方式选择道德法则，道德法则是客观实在的，这种
客观性基于人作为自在目的的绝对价值属性。如果
道德法则真是意志所立，那么它可能具有相对化的
危险；如果道德法则具有客观实在性就排斥立法之
说，这就是康德道德哲学所面临的“欧绪弗洛问题”
（Ｔｈｅ　Ｅｕｔｈｙｐｈｒｏ　Ｐｒｏｂｌｅｍ）⑤。
其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康德道德哲学中

具有自律意志的善人是抽象的人，是剥离特定社会
关系的人，因而善人自律的道德法则只具有空洞的
形式。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
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１２］５０１从唯物史观而言，经济关系是其他一切社
会关系的基础，人“是什么”是在其所处时代以经济

关系为基础的一切关系中塑造而成的。道德法则反
映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伦理观念，它不是抽象、超然
于经济关系的普遍先验观念。康德将其道德哲学中
善人、及其自律的普遍适用性的道德法则和目的王
国理念最后都隐含在西方宗教传统中，不过西方资
产阶级启蒙时代精神的哲学抽象表现和道德理想。

（责任编辑　陈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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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任性”的德语词为 Ｗｉｌｌｋüｒ。国内学界对之译法众多，最常

见的翻译有任性、任意、决断、决意、自由选择、自由抉择等。英文没

有与之对应的词汇，一般翻译为ｆｒｅｅ　ｃｈｏｉｃｅ或ｃｈｏｉｃｅ。康德对

Ｗｉｌｌｋüｒ和 Ｗｉｌｌｅ两个意志概念有时混用，后来又做出区分。贝克

（Ｌ．Ｗ．Ｂｅｃｋ）指出，在康德之前，这两个意志概念都有漫长而曲折

的历史，康德在其批判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奠

基》都曾使用过这两个概念，前者强调开启因果序列的自发性意志自

由概念，后者强调立法的自律意志概念，这两种能力有一个同样的

“意志”名称，就是自由意志，《实践理性批判》成为这两个意志概念的

交汇点，在后期的著作中两个概念才被明确地区分开来，前者为任

性／决断，后者为立法的意志。在做出区分之前，康德有时交替运用

这两个概念，有时又在默认上述区分下运用这两个概念。在康德在

世之时，他本人建议将Ｗｉｌｌｋüｒ翻译为ａｒｂｉｔｒｉｕｍ，以区别于ｖｏｌｕｎｔａｓ。

张荣教授在《“决断”还是“任意”（抑或其他）？》一文中指出，康德的

Ｗｉｌｌｋüｒ概念同拉丁词ａｒｂｉｔｒｉｕｍ有很深的渊源，康德的这一概念的

含义与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关于自由意志的思考有内在关联。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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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采用“决断”这一译法，决断更广义，自律毕竟也是决断（一贯的、

必然的道德决断），决断是自发性的，但不排除是他律的。康德后来

从狭义的意志概念出发指出 Ｗｉｌｌｅ无所谓自由不自由，只有 Ｗｉｌｌｋüｒ
（决断）是自由的，为了尊重中文译者，在引用中文译本时保留译者的

翻译。

② 近些年一些学者从人类学角度、宗教哲学角度进一步阐发如

何实现从经验角度的外在自由（自由决断）到内在自由（先验自由）的

过渡。如劳登（Ｒ．Ｌｏｕｄｅｎ）认为，政治和法律的进步是深层道德进

步的必要预设，文化和文明化是道德化所预设的准备步骤，法律、艺

术、文化、宗教共同体等这些外在的进步为内在的道德进步的必要条

件。尽管道德的进步是整个人类共同体的事情，但也并非与个人的

道德身份不相关，道德性和道德进步也指向个体（Ｌｏｕｄｅｎ，Ｒｏｂｅｒｔ，

Ｋａｎｔ’ｓ　ｉｍｐｕｒｅ　ｅｔｈｉｃ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弗莱尔森（Ｐａｔｒｉｃｋ　Ｆｒｉｅｒｓｏｎ）认为，劳登错把有益的经验当作必要条

件，他转而从个体角度用如何实现道德意向的转变来说明个人如何

从具有恶的倾向实现道德意向的思维转变。按照弗莱尔森的观点，

个人在慎思过程中应当考虑到未来可能诱发恶的倾向的经验性影响

以限制恶的倾向，从而排除善的阻力，而作为本体的意志具有与恶作

斗争的意向，个人应该接受与出自本体意志品格一致的行为方式，考

虑到促使个人行为与出自本体意志行为相一致的经验性因素。同

时，弗莱尔森还从宗教哲学方面强调神恩对道德提升的重要影响

（Ｆｒｉｅｒｓｏｎ，Ｐａｔｒｉｃｋ，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Ｋａｎｔ’ｓ　Ｍｏ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劳登

和弗莱尔森的观点是互为补充的，他们主要围绕康德的人类学、宗教

哲学、历史哲学等资源分别从社会和个体两个不同的路径阐述善人

的可能性。

③ 权利义务也称法权义务。“Ｒｅｃｈｔ”包括三层含义：法则／法

律、权利、正义，康德运用该词时这三层含义都体现出来了，该词汉译

为“法权”。英文通常翻译为“Ｒｉｇｈｔ”，但它并没有完全体现该词全部

含义，为了通俗易懂，本文采用“权利”一词。

④ 德文 Ｍｏｒａｌ和Ｓｉｔｔｅｎ都是“道德”，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道德

形而上学奠基》和《道德形而上学》用的就是Ｓｉｔｔｅｎ。这两个词细微

的区别是 Ｍｏｒａｌ比较抽象和广义，Ｓｉｔｔｅｎ比较具体。这两个词的衍

生词分别是 Ｍｏｒａｌｉｔäｔ（道德性）和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德性）。

⑤ “欧绪弗洛问题”（Ｔｈｅ　Ｅｕｔｈｙｐｈｒｏ　Ｐｒｏｂｌｅｍ）出自柏拉图的《欧

绪弗洛》篇。在《欧绪弗洛》篇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向欧绪弗洛

提出一个关于虔敬的难题：虔敬因为善而被神所钟爱，还是因为它被

神所钟爱因而为善？如果问题的答案是前者，那么虔敬本身就具有

客观价值，独立于神的意志；如果问题的答案是后者，那么虔敬本身

并没有独立的客观价值，它的价值依赖于神的意志。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ｉｎ　Ｋａｎｔ′ｓ　Ｄ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ＧＵＯ　Ｐｅｎｇｋ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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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鹏坤：论康德义务论中的善人观


